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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临场感理论视角下的跨平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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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社会临场感理论为研究基础，以 S 省交警微博、微信和抖音 3 个平台账号中的 2 031 条数据为研

究样本，采用回归分析法来考察政务新媒体跨平台信息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会临场感理论

视角下，政务新媒体通过内容生产创设公众参与情境，吸引公众对政务信息的关注、接受与分享。而在此过

程中，支撑“临场感”建构的情感策略、互动策略与凝聚力策略在不同平台会产生差异化的传播效果。此外，

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内容主题也会对政务新媒体信息传播效果产生差异化影响。基于此，政务新媒体的内容

运营需根据不同平台的特点，通过积极创设社会临场感来提升传播效果，在内容整体定位上应使用关系导向

和以他人为中心的信息发布策略，在主题设置与策略选择上则应依据社会临场感的不同维度、不同平台的技

术逻辑与活跃用户需求，差异化运营政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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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presen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ross-platform information communica-

tion  effec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overnment  new  media  using  2  031  pieces  of  data  from  the  Sina  Weibo,

WeChat,  and TikTok accounts  of  the  S Provincial  Traffic  Police.  Regression analysis  is  employed for  examination.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resence theory, government new media create public participa-

tion  scenarios  through  content  production,  engaging  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helping

them to accept and share it.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affective, interactive, and cohesive strategies supporting the con-

struction of  social  presence  generate  differentiated  communication  effects  on  different  platforms.  Additionally,   di-

verse  content  themes  on  different  platforms  also  exert  varying  impacts  on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government new media.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government new media should be operat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latforms and actively create a sense of social presence to improve their communica-

tion effects. In terms of overall content positioning, relationship-oriented and other-centered information release strate-

gies should be adopted. In terms of theme setting and strategy selection, operations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based on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social presence, the technical logic of different platforms, and the active demands of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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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政务新媒体是党和政府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

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是“提高社会治

理能力的重要途径”[1]。在社会媒介化与媒介社会

化的双向互动中，作为媒介融合创新实践的产物，政

务新媒体的发展呈现出矩阵化与跨平台化的特点，

微博、微信、微视频和移动客户端成为发展主平台，

各地各部门亦不断尝试向新的平台推进，如“上海发

布”（兔小布）已经入驻小红书平台。截至 2022年

12月，经过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数量为 14.5万个，

政务微信小程序数量达 9.5万个[2]。其中，政法类新

媒体矩阵重视传播手段的建设与创新，有效传递权

威声音，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公安类政务新媒

体在政法新媒体矩阵建设中表现突出，是目前开设

政务新媒体官方账号总量最多、认证比例最高的细

分领域之一，发展也愈加全面化、常态化、专业化[3]。

然而，公安类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在不同平台之间

也存在差异。实践中，部分单位缺乏方法和经验，即

同一媒体入驻不同平台后，并未根据不同平台的特

征进行内容生产与分发，在传播效果与矩阵建设上

仍然存在不足，无法达到整体最优的传播效果。

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移动化、全民化、碎

片化的微传播深度影响着舆论生态，公众参与意识

与监督热情均获得了极大提升，政务新媒体在履行

其使命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一

背景下，为了更好地服务公众，政务新媒体需要创设

一种身临其境、跨越媒介的社会临场感，以吸引公众

的深度参与，促进政民有效互动与对话沟通，让公众

更容易融入信息传播的场景。在“关注—接受—分

享”的公众参与行为的助力下，提高传播效果，力争

“破圈”传播，在主流媒体的“一锤定音”和自媒体的

“众声喧哗”中，以带有自身特色的内容生产来影响

圏层受众。可见，通过内容生产创设“临场感”是提

升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的有效策略指导，社会临场

感理论可为笔者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基于此，笔者拟以公安类政务新媒体跨平台传

播的代表——S省交警微博、微信和抖音为研究对

象，基于社会临场感理论，从情感策略、互动策略、

凝聚力策略、内容主题等方面来探究政务新媒体跨

平台的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不同平台政

务新媒体差异化的内容生产提供策略支持，从而为

推动政务新媒体有序进行跨平台化、矩阵化建设与

发展助力。 

二、文献回顾
 

（ 一 ） 理论基础：社会临场感理论

社会临场感，是指在利用媒体交流沟通过程中

个体对他人真实存在的感知程度[4]。该理论最早由

Short等于 1976年提出，主要用来描述通信媒体的沟

通质量，强调沟通渠道对塑造人们沟通方式的影

响。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临场感是媒介给予用户的

一种人性的温暖和社交性的感觉[5]。随着媒介技术

的不断发展，基于媒体沟通质量维度的社会临场感

的核心内涵也随之改变，社会临场感理论的应用研

究被逐渐拓展至教育技术、人机互动等领域。社会

临场感被定义为“一个人在媒介沟通中被认为是‘真
实’的程度”，强调社会临场感是一种感知成分和沟

通中的个体差异 [6]8-26。在 Gunawardena和 Zittle的

研究中，社会临场感不仅具有媒体属性，同时也是人

与媒体互动中产生的心理感知，这种心理感知可以

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行为进行人为培养 [6]8-26。至

此，社会临场感理论兼涉媒介技术与互动感知的双

重维度。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拓展，有学者将社会临场

感概念化为，人们进行有目的的沟通以及与群体建

立关系的能力[7]87-105。由于不同学者关注的研究方

向不同，对社会临场感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这使得对

这一概念的具体划分维度和测量方法亦存在差异。

Gunawardena和 Zittle基于教育这一背景提出了社会

临场感测量量表，将社会临场感分为 3个维度，即情

感响应、交互响应、凝聚力响应，并使用 14个问题来

进行测量[6]8-26；Rourke等通过对在线讨论进行内容

分析，提出了 12个内容分析的社会临场感指标[8]50-71；

Tu开发了社会临场感与隐私问卷，通过 27个项目提

取了影响社会临场感的 5个影响因素，即社会情境、

在线交流、互动性、系统隐私和隐私感[9]；Biocca等

使用网络问卷来评估社会临场感[10]；Moreno和Mayer
则开发了不同的量表来测量社会临场感[11]。

社会临场感强调虚拟情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

性交互，其在人工智能[12]、在线教育[13]、网络购物[14]

等领域应用十分广泛。社会临场感理论中的测量指

标可以用来评价不同媒介的信息发布策略，探索公

众参与、传播效果等研究议题，但围绕政务新媒体领

域所展开的社会临场感研究仍然有待探索。因此，

笔者将主要基于策略维度的社会临场感视角，探讨

政务新媒体通过不同的内容生产策略来创设“临场

感”，以提高公众对政务信息的关注与分享热情，进

而提升传播效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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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

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是指以政务新媒体为媒介

的信息传播对受众产生的影响[15]，传播效果主要分

为 3个层面：认知层面、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一般

来说，受众对政务新媒体的看法和态度的变化难以

通过平台公开数据进行衡量与操作，而用户行为则

可以通过量化的平台数据直观地反映出来。因此，

传播效果体现在受众的点赞、评论、转发等具体行

为上。在实际研究中，具体的测量指标需根据平台

特征而定。在政务微博层面，主要采用转发数、点赞

数和评论数评估传播效果[16]；在政务微信层面，主要

采用阅读数和点赞数作为官方微信号信息传播效果

的测量维度[17]；在政务抖音层面，则主要将转发数、

点赞数和评论数作为传播效果的测量指标[18]。

用户的不同行为会带来不同层次的效果，并对

传播效果产生差异性影响。在使用上述指标测量传

播效果时，还需体现层次性，即对传播效果进行层次

性划分。罗雪在探讨 CGTN的国际传播效果时，用

媒体的受众地理洲别、受众反应能力和受众与媒体

的交互程度分别衡量传播广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参

与度，并通过这 3个维度评估传播效果[19]；陈强等将

政务哔哩哔哩（俗称“B站”）账号的传播效果分为

3部分，即通过播放量测量传播广度，通过评论数和

弹幕数测量传播深度，通过收藏数、投币数和点赞数

测量传播认同度[20]。

综上所述，笔者将政务新媒体的传播效果具体

划分为传播广度、传播深度和传播认同度。具体而

言，根据微博、微信和抖音 3个平台的特性，选取转

发数和阅读数测量传播广度，选取评论数测量传播

深度，选取点赞数测量传播认同度。 

三、研究假设与模型建构
 

（ 一 ） 社会临场感与传播效果

作为策略的社会临场感创设，可以显著提升传

播效果，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互动行为，包括阅读

（观看）、点赞和转发行为，互动行为可以转化为平台

数据，进而激活平台的技术逻辑，如抖音的算法推

荐，微信的朋友圈扩散以及微博的关键节点参与，从

而提升传播效果。

Rourke等确定了 3个行为指标，即情感响应、交

互响应、凝聚力响应来衡量社会临场感[8]50-71。受该

研究的影响，内容分析法成为衡量社会临场感的主

要方法。已有研究验证了社会临场感的这 3种策略

对传播效果的影响 ，Men等分析了 24位 CEO在

Facebook账号上发布的 658条推文，发现创设社会

临场感的信息发布策略有利于公众参与，特别是使

用情感策略和凝聚力策略会对点赞数、转发数和评

论数有着积极影响[21]83-99。Mazid分析了 1 500条美

国各州政府的 Twitter账号上的数据，进一步发现，使

用社会临场感的信息发布策略能够在 Twitter上有效

引起公众的关注；与不使用社会临场感策略相比，

情感、互动和凝聚力策略都可以有效引起公众的

关注[22]1-8。

综上所述，笔者参考当前较为主流的社会临场

感测量量表[8]50-71[21]83-99[22]1-8[23]，选取 3种信息发布

策略来测量社会临场感。笔者将分别从情感策略、

互动策略和凝聚力策略 3个方面来探究社会临场感

对传播效果的影响。 

1.  情感策略

情感策略，被定义为表明恐惧、愤怒、快乐等情

绪的语言内容线索，这些线索能揭示信息意图，影响

受众的行为选择[8]50-71[21]83-99[22]1-8。表达感觉和情绪

的情感策略被认为是社会临场感的决定性特征，由

于情感是离散的，恐惧、悲伤、快乐等不同情感的表

达会引起不同的效果[24]。因此，信息发布者可以有

策略地选择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来获得情感交流，如

情感符号、讲故事、幽默语言等。

情感策略对传播效果的影响研究多运用于广

告、健康传播等领域。由于运用于内容生产的基础

逻辑一致，政务新媒体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情感策略

来组织语言进而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在公安类政

务新媒体中，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一是通过轻

松幽默的话语方式传递交通规则；二是发布诉诸恐

惧的内容提醒公众关注交通安全隐患；三是以情感

化、故事化的方式呼吁公众共同关注某类议题。 

2.  互动策略

互动策略主要是指使用问号或提出问题、引用

他人的信息或内容、表达对他人的同意或赞赏等行

为[8]50-71[21]83-99[22]1-8。通过开展有意义的社交互动，

明确认可互动者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回应对话沟通

作为人际协作思想的经典定义[25]。

有学者发现，在新媒体平台中增加问号的使用

会产生更多互动，引发更多的公众参与[26]；也有学者

发现，带有问号的推送标题往往会被更多用户转发，

形成交互式的信息传播[27]；亦有学者发现，引用他人

话语也可以使受众感受到在接收信息时获取的是第

一手资料，因而更容易接受并信任该话语内容，这是

一种以鲜明的情感色彩拉近受众的心理距离，通过

情景再现，增强现场感的方式[28]；还有学者发现，表

示认可能够促进信息交流，明确表达同意以及称赞

他人是传达认可的重要策略[7]8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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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安类政务新媒体中，互动策略可以通过以

下方式来实现：一是以提问题作为“标题”或开场，

可以较好地引导公众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看法、经

历，形成讨论互动，加深与公众的连接；二是引用他

人的内容，能够更加直观地传递信息，如在发布信息

时引用交警的原话，能够增强读者的“在场”感，引

发公众的共鸣和关注；三是明确表达赞赏和同意，

传达对交警工作的认可和支持，激发正能量的情感

互动。 

3.  凝聚力策略

凝聚力策略主要用以培养集体感，反映的是团

体的共享社会身份及其协作行为意图[29]。人们经常

使用包容性代词、发起话题互动或用名字来称呼公

众，以表达一种在线社区的参与感[8]50-71[21]83-99[22]1-8。

已有研究证实了使用包容性语言，如第一人称复数，

对传播效果具有正向影响。Kacewicz等发现，使用

“我们”“我们的”，会对信息传播与沟通产生积极影

响，因为包容性语言可以促进群体认同感与归属感，

触发集体行动，进而引发公众参与[30]。此外，提及他

人姓名等形式也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策略[21]83-99。

公安类政务新媒体通过凝聚力策略的应用，能

够更好地与公众建立紧密联系，提升传播效果。凝

聚力策略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一是使用包容

性代词。在发布内容中使用包容性代词，如“我们”

“大家”等，强调公众与交警共同构建安全社区的责

任。二是主动提及公众人物、市民的姓名，对其发表

的观点进行个性化回应，这种个性化的互动能够让

公众感受到被关注，增进对交警工作的认同感。三是

通过发起有关话题，引导公众分享自身的经验、观

点，从而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

综上所述，笔者推测情感策略、互动策略、凝聚

力策略会显著影响政务新媒体的传播效果。同时，

由于平台定位、技术逻辑和受众群体的不同，对基于

社会临场感的信息发布策略也会有不同的要求。因

此，在不同的政务新媒体平台，不同的策略会对政务

新媒体传播效果产生差异性影响。基于此，笔者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 1a. 社会临场感中情感策略会显著影响政

务新媒体的传播效果。

假设 1b. 在不同的政务新媒体平台，情感策略会

对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产生差异性影响。

假设 2a. 社会临场感中互动策略会显著影响政

务新媒体的传播效果。

假设 2b. 在不同的政务新媒体平台，互动策略会

对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产生差异性影响。

假设 3a. 社会临场感中凝聚力策略会显著影响

政务新媒体的传播效果。

假设 3b. 在不同的政务新媒体平台，凝聚力策略

会对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产生差异性影响。 

（ 二 ） 内容主题与传播效果

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媒体内容满足个体差异

性需求的程度直接影响其媒体选择和使用行为[31]。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的内容主题会对传播效果产生

不同的影响。黄膺旭和曾润喜选取 8个具有意见引

导者特征的微博账号进行分析，发现话题类别等内

容特征对官员微博的传播效果有显著影响[32]；陈强

和彭雅婷以省级卫健委的政务抖音号为研究对象，

发现视频内容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宣传与

动员类主题能够显著提升整体传播效果[33]。在公安

类政务新媒体方面，Leppert等调查了德国使用 Twi-
tter的 11个警察部门，研究发现，信息性推文和互动

性推文对转发数、点赞数和评论数会产生不同的影

响[34]10-16；Tang等对中国 30个省级公安部门的官方

新浪微博账户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涉及儿童安全

等公众关切的内容主题，能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更

多的用户转发行为[35]。

综上所述，笔者推测内容主题会显著影响政务

新媒体的传播效果。同时，由于不同主题触及不同

层面的社会关切，受平台定位、技术逻辑与受众群体

的影响，不同平台对内容主题也有不同的要求。因

此，在不同的政务新媒体平台，不同的内容主题会对

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产生差异性影响。基于此，笔

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a. 内容主题会显著影响政务新媒体的传

播效果。

假设 4b. 在不同的政务新媒体平台，不同的内容

主题会对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产生差异性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构建的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及

其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传播效果

传播广度

传播深度

传播认同度

社会临场感

情感策略

互动策略

凝聚力策略

内容主题

宣传类

案例类

休闲类

服务类

综合类

图 1    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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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设计
 

（ 一 ） 数据收集

笔者以 S省交警微博、微信和抖音 3个平台的

账号发布内容为研究对象。S省交警在政务新媒体

跨平台传播中较具代表性，目前已开展“两微一抖”

账号的运营工作，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是政务新

媒体守正创新的代表性样本，其账号曾被评为 2022年

度“优秀政法新媒体账号”，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笔者爬取 3个平台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月 1日的账号发布内容，经过数据清洗与筛选，最

终获得微博有效数据 598条、微信账号有效数据

924条和抖音账号有效数据 509条，共计 2 031条有

效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 二 ） 变量测量 

1.  自变量测量

研究的自变量中，关于社会临场感策略的编码，

改编自现有研究中的量表 [8]50-71[21]83-99[22]1-8[36]。学

者们主要关注了 3种策略的运用，即情感策略、互动

策略和凝聚力策略。关于内容主题的编码结合琚砚

函[37]、Leppert等[34]10-16 的研究，并结合行业报告及

相关研究中对公安类政务新媒体主题内容的分类，

将内容主题分为宣传类、案例类、休闲类、服务类、

综合类 5个主题。自变量分类及含义阐释，如表 1
所示。

 
 

表 1    自变量分类及含义阐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含义阐释

社会临场感

情感策略 情感策略重点关注情感表达等情感内容，主要指幽默性语言的使用、诉诸恐惧效果的使用等

互动策略 互动策略主要指使用问号或提出问题，引用他人的信息或内容，表达对他人的同意或赞赏等

凝聚力策略
凝聚力策略是指通过提及参与者的姓名（包括公众人物与市民）、使用包容性代词（如“我们”“我们

的”）、发起话题与互动等社交功能（使用符号“#”或“@”）、亲切的问候等

内容主题

宣传类 信息内容以宣传为主，借助平台宣传交通法规、警力警务等知识

案例类 通过道路监控摄像头、交警执法记录仪等设备拍摄记录下来的真实的事件，既有正能量案例，也有悲剧案例

休闲类 借助网络热点而制作的短视频等，语言幽默风趣

服务类 提供警务资讯和执法信息发布，便于提供政务服务

综合类 整合实时路况、道路预警等综合信息，为群众生活服务

 
 

2.  因变量测量

研究的因变量为政务新媒体的传播效果，即

S省交警微博、微信和抖音账号的信息传播效果。

研究采用点赞数、评论数、转发数和阅读数，从广

度、深度和认同度 3个维度来评价政务新媒体的传播

效果。

政务微博可量化的指标包括转发数、评论数和

点赞数。政务微信可量化的指标包括阅读数、评论

数和点赞数。政务抖音可量化指标包括转发数、评

论数和点赞数。基于上述分析，在微博中，笔者用转

发数、评论数和点赞数分别测量传播广度、传播深

度和传播认同度。在微信中，笔者用阅读数、评论数

和点赞数分别测量传播广度、传播深度和传播认同

度。在抖音中，笔者用转发数、评论数和点赞数分别

测量传播广度、传播深度和传播认同度。

为了获取更加平稳的数据，研究将变量中的数

值选取自然对数的形式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考

虑到数值为 0的变量取对数时无意义，统一在实际

数值上加 1后，再取自然对数[38]。综上所述，计算公

式为

微博传播效果 = ln (实际转发数+实际评论数+

实际点赞数+1) （1）

微信传播效果 = ln (实际阅读数+实际评论数+

实际点赞数+1) （2）

抖音传播效果 = ln (实际转发数+实际评论数+

实际点赞数+1) （3）
 

（ 三 ） 信度检验

研究由 2名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研究生对 2 031条

数据进行人工编码，在正式开始前，对 2名编码员进

行变量操作化培训与说明。为了检验编码信度，随

机抽取 10%的样本，2名编码员在互不干扰的情况

下进行编码 ，且 2名编码员各项 Kappa值均超过

0.75，结果表明，2名编码员的编码结果具有一致性，

随后由编码员对 2 031条数据进行独立编码。 

五、实证研究与分析
 

（ 一 ）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呈现样本的基本情况，研究对 S省交警的

微博、微信和抖音账号的内容发布情况进行了描述

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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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省交警微博样本，在社会临场感方面，以情感

策略（38.63%）和互动策略（23.75%）为主。在内容主

题方面，以宣传类（38.46%）和案例类（27.76%）为主，

休闲类最少（2.34%）。S省交警微信样本，在社会临

场感方面 ，以情感策略 （27.38%）和凝聚力策略

（36.15%）为主。在内容主题方面，以服务类（30.62%）

和综合类（23.05%）为主。S省交警抖音样本，在社会

临场感方面，情感策略（20.24%）最多。在内容主题

方面，以案例类为主（49.12%）。

综上可知，微博、微信和抖音 3个平台均以“情

感策略”为主来参与社会临场感创设，微博在“互动

性”层面更有优势，符合其开放性的技术逻辑，而微

信在凝聚力策略的使用上拔得头筹，有超过 1/3的样

本体现出这一特点，作为社交属性强、以熟人关系建

构的“朋友圈”，这样的策略在建构“临场感”，促进

互动参与方面优势明显。抖音作为以算法推荐为分

发逻辑的短视频平台，多模态的作品呈现在创设临

场感上具有独特优势，“情感策略”作为主要策略来

吸引触达公众关注、提高完播率并参与互动，在视听

与文本的合力下提升传播效果。

S省交警抖音、微博和微信的传播效果及其 3个

子变量传播广度（转发数或阅读数）、传播深度（评论

数）和传播认同度（点赞数）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如

表 3所示。

抖音的点赞数、评论数、转发数都最高，在三者

中的传播效果最好。微博的点赞数、评论数、转发

数都不是很高，主要原因在于，S省交警微博的内容

创制在同类政务新媒体中竞争力不足，难以获取热

度。微信爆款内容阅读量较高，但是点赞数和评论

数都不高，且微信整体上传播效果不是很好。由此

表明，S省交警账号在不同的新媒体平台中的传播效

果存在差异，在跨平台传播中尚未形成矩阵互补。
 

（ 二 ） 回归分析

笔者采用 SPSS回归分析，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的

方式，探讨各指标之间的关系。首先对自变量是否

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

(VIF)均小于 5，表明没有多重共线性关系。可以全

部引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

β β

β

β β

β

β

由表 4可知，在社会临场感方面，模型 1（微博）

中，情感策略（ =0.439，p<0.001）、互动策略（ =0.283，

p<0.001）、凝聚力策略（ =0.534，p<0.001）均对传播

效果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 2（微信）中，情感策略

（ =0.480，p<0.001）、凝聚力策略 （ =0.467，p<0.001）

对传播效果有显著正向影响，互动策略则对传播效

果影响不显著；模型 3（抖音）中，互动策略（ =1.579，

p<0.001）、凝聚力策略（ =0.142，p<0.05）对传播效果

有显著正向影响，情感策略则对传播效果影响不

显著。

通过内容生产创设“临场感”情境是提升政务

新媒体传播效果的策略指导，有利于打破沟通壁垒，

 

表 2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N=2 031）

维度 变量
微博（N=598） 微信（N=924） 抖音（N=509）

样本/条 占比/% 样本/条 占比/% 样本/条 占比/%

社会临场感

情感策略 231 38.63 253 27.38 103 20.24

互动策略 142 23.75 172 18.61 101 19.84

凝聚力策略 65 10.87 334 36.15 84 16.50

内容主题

宣传类 230 38.46 168 18.18 53 10.41

案例类 166 27.76 164 17.75 250 49.12

休闲类 14 2.34 96 10.39 86 16.90

服务类 143 23.91 283 30.63 59 11.59

综合类 45 7.53 213 23.05 61 11.98

　注：由于情感策略、互动策略、凝聚力策略均为二分类变量（即是否使用此策略，样本对应策略不唯一），所以社会临场感维度下的3个变量各

平台的样本数之和不等于各平台样本总数，各平台的样本占比之和不等于100%。

 

表 3    各平台传播效果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N=2 031）

平台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抖音

点赞数 91 561 000 4 736.090 31 477.010

评论数 2 95 000 973.820 6 704.150

转发数 1 170 000 1 387.510 9 849.130

微博

点赞数 0 200 1.475 8.513

评论数 0 16 0.756 1.224

转发数 0 61 0.339 2.592

微信

阅读数 30 64 000 842.000 798.800

点赞数 0 674 4.700 24.600

评论数 0 18 0.240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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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进而提高传播效果。

但情感策略、互动策略和凝聚力策略对不同平台的

传播效果有着不同的影响。

首先，凝聚力策略的使用对 3个平台的传播效

果均有积极影响。在发布信息时，使用包容性代词

（“我们”“我们的”等），如“返程路，无论风雪我们

来守护”“高考、陪考、护考，我们一起加油”等标

题可以营造团结感和包容性，并增强公众的认同

度[21]83-99，从而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此外，提及姓名，

如“佟掌柜闫妮宣讲交通安全”，或使用符号“@”和
“#”设置话题，使得政务短视频获得了指向性互动和

场域性互动，如在“#酒驾众生”相关话题中，通过指

向性互动获得了更多的讨论，而“@”其他账号也可

以与其他更具流量的账号进行互动，增加账号自身

被关注的可能。通过共在意识的营造，使受众在交

流过程中产生共鸣和共鉴，在平台中形成感知认同，

从而增强传播效果。

其次，情感策略的使用在不同平台会产生不同

的传播效果。研究发现，通过情感表达的使用，努力

将以往严肃的公安形象人性化，并在公众中建立一

种亲密感和即时感，从而提升内容的吸引力，如“机

动车道上滑雪玩漂移？你成功引起了交警的注意”

“男子开车漂移放烟花，这么多人@蜀黍加班，交警：

安排”等。这里既包括话语本身的情感体现，也包括

内容与形式的配合。在微信和微博中，信息发布时

采用情感策略会对传播效果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而

对抖音的传播效果则不显著。笔者认为，这可能与

平台机制有关，微博和微信需要公众浏览标题内容

决定是否继续观看。例如，在发布诉诸恐惧的内容

提醒公众关注交通安全隐患时，在微博、微信中会采

用“悲催了”“痛心”“看着揪心”等带有情感色彩的

话语以引起更多公众的兴趣。而在抖音中，信息内

容通常在屏幕的最下方，用户在观看视频时同步阅

读标题，有时可能会忽视标题信息只关注视频内容，

而视频与文字信息内容在情感策略层面并不同步。

在发布同样的内容时，抖音选择较具冲击力的撞车

视频画面，同时配上“文明驾驶 安全出行”等简短有

力的标语，也可以引起较好的传播效果。所以，对于

抖音这样的平台，基于算法推荐的力量触达受众，提

升完播率和传播深度需要多模态信息的平衡运用，

不同符号载体的角色不同，视听语言、文本会共时存

在于视频作品中，综合指向多个策略，呈现策略叠加

的状态。

最后，互动策略的使用在不同平台也会产生不

同的传播效果。问号的使用是引发互动的最显性策

略，如“高速为何龟速行驶？原来超载 66%不堪重

负……”“在红灯面前，你的选择是？”等。有问有

答符合公众参与互动的心理机制，亦是向公众发出

的参与邀请，公众既可以从后续的文章或视频中找

到答案，也可以在评论中回复自己的答案，从而引发

深入的互动参与。引用他人的话语也是有效的互动

策略，如“民警工作途中突发晕厥让人心疼‘扶我一

把还能坚持！’”等，能够更加直观地传递信息，引发

公众的共鸣和关注。同样，通过“大爷用亲身经历告

诉你：‘骑车戴头盔、安全不吃亏’”等引用，使信息更

具说服力和亲身感受。此外，明确表达赞赏和同意

也是一种传达认可和支持的互动策略，如“有些人遇

到事真上，为这些可爱的人点赞！”“赞！交警蜀黍

超有才！”等。这些表达都能够营造积极的社交氛

围，激发更多用户的互动和参与。然而，互动策略的

 

表 4    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维度 变量
模型1（微博） 模型2（微信） 模型3（抖音）

β VIF β VIF β VIF

社会临场感

情感策略 0.439*** 1.248 0.480*** 2.091 −0.046 1.002

互动策略 0.283*** 1.303 −0.009 1.092 1.579*** 1.030

凝聚力策略 0.534*** 1.017 0.467*** 1.068 0.142* 1.019

内容主题

（以综合类为参考）

宣传类 0.078 4.024 0.535*** 1.614 −0.088 1.759

案例类 0.046 3.403 0.250*** 1.958 −0.054 2.288

休闲类 −0.158* 1.549 0.014 1.497 0.147*** 1.415

服务类 0.000 3.214 0.182*** 1.846 −0.103*** 1.645

样本量 598 924 509

拟合优度（R2） 0.142 0.188 0.384

调整后R2 0.121 0.181 0.374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0.000为该数据四舍五入后保留3位小数位所得，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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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却因平台而异。具体而言，互动策略会对抖音

和微博的传播效果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

抖音和微博这两个平台比较注重用户之间的即时互

动和内容分享，使得互动策略更容易引发公众的关

注和传播。互动策略对微信的传播效果影响不显

著，这可能与微信这一平台“评论”参与的技术逻辑

有关，公众参与评论是否会获得传播主体的支持，即

被同意发布是第一步，而且评论数本身也是有上限

的，评论并不是自由市场状态。

β

β β

β

β

β

在内容主题方面，与综合类相比，模型 1（微博）

中，只有休闲类（ =−0.158，p<0.05）对传播效果有显

著负向影响，而其他主题对传播效果影响不显著；模

型 2（微信）中，只有休闲类对传播效果影响不显著，

宣传类（ =0.535，p<0.001）、案例类（ =0.250，p<0.001）、
服务类（ =0.182，p<0.001）主题对传播效果均有显著

正向影响；模型 3（抖音）中，休闲类（ =0.147，p<0.001）
对传播效果有显著正向影响 ，服务类 （ =−0.103，
p<0.001）主题对传播效果有显著负向影响。

内容主题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在不同平台上具有

一定的差异性，该结果与以往的研究发现基本一

致。具体来看，微博的广场效应，一般会通过公共性

话题关联各账号主体，政务新媒体在微博中的日常

影响力式微，软性的休闲类内容在微博上并不具备

稀缺与不可替代性，所以出现了对于传播效果是负

向影响的结果。而微信对各类内容主题的包容性

强，除休闲类外，对传播效果均有正向影响。抖音则

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在微博、微信不同程度地排

斥休闲类内容主题的情况下，其是“拥抱”的，而且

对传播效果有显著正向影响，究其原因，应该是受到

群体需求与技术逻辑双重加持的结果。需要注意的

是，休闲类主题在不同平台上的表现，一方面，反映

了不同公众的媒介接触差异；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公

众使用媒介平台（APP）的场景差异，大事热点在微博

围观、娱乐休闲刷抖音、日常社交在微信、知识问答

上知乎、旅游“种草”小红书等，不同平台技术逻辑

与内容运营策略均有不同，用户在不断的参与和互

动中形塑了自身的使用场景与习惯，明确了平台的

属性与内容定位。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 一 ） 研究结论与讨论

在社会临场感创设方面，情感策略会积极影响

微博和微信的传播效果，但对抖音传播效果的作用

不显著。由此，假设 1a和假设 1b得到验证。互动策

略则会积极影响微博和抖音传播的效果，但对微信

传播效果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假设 2a和假设 2b得

到验证。凝聚力策略会积极影响微博、微信和抖音

3个平台的传播效果。由此，假设 3a和假设 3b得到

验证。

在内容主题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方面，宣传类和

案例类会积极影响微信的传播效果，但对微博和抖

音的传播效果影响不显著；休闲类积极影响抖音的

传播效果，但会显著降低微博的传播效果；服务类会

显著提升微信的传播效果，但会显著降低抖音的传

播效果，对微博的传播效果的影响则不显著。由此，

假设 4a和假设 4b得到验证。

已有研究发现，社会临场感会对用户的心理、行

为和态度产生影响，尤其社会临场感越明显，对用户

的行为态度的作用就越显著[39]。笔者的研究拓展了

社会临场感在政务新媒体领域的应用，并验证了其

对传播效果的有效性。在实践层面，可以从提升社

会临场感的角度帮助政务新媒体进行内容生产与信

息发布。

同时，笔者验证了情感策略、互动策略和凝聚力

策略对不同平台的传播效果具有显著性差异。差异

性影响的成因可以用媒介技术逻辑与用户使用逻辑

来解释。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和政务抖音的活跃用

户不同，其媒介使用习惯和信息需求亦不同，对跨平

台的使用者来说，对不同平台的使用也对应不同的

场景，所以在接受社会临场感策略的过程中亦存在

差异。

笔者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并非所有的策略在提

升政务新媒体传播效果方面都同样有效，同时也证

明了每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独特性以及在制定信息策

略时进行差异化区分的重要性。从平台的技术逻辑

来看，政务微博是广场型的大众化信息传播平台，能

够加强政民互动，反馈受众意见[40]。情感策略、互

动策略和凝聚力策略，都会积极影响微博的传播效

果。做好政务微博的日常运营与维护，通过创设临

场感，保持其基本的活跃度，力求在公共事件中抢占

第一落点，成为权威信息中枢。政务微信既能精准

发布信息，同时也能提供移动化的创新服务。无论

是情感策略还是凝聚力策略，都会积极影响微信的

传播效果。互动策略对于微信的传播效果影响不显

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务微信的评论功能与其他平

台不同，且笔者选择的样本并未全部开放“评论”功

能。微信在视听、文本组合以及全面深入的信息呈

现方面有独特优势，是微传播下的“深度阅读”重

镇，政务微信应加强在政策解读、社会动员、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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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复盘等领域的内容生产。政务抖音有算法推荐的

技术加持，但其短视频的内容形式更侧重娱乐属性，

休闲类内容主题会积极影响抖音的传播效果，互动

策略和凝聚力策略均会显著提升抖音的传播效果。

S省交警抖音账号发布内容中身临其境的在场感可

以向我们传递情感，让受众感同身受，产生积极的互

动反馈，促使公众的关注和参与并产生共鸣[41]，因而

能够收获更好的传播效果。在政务抖音中通过互动

性策略创造临场参与感，增加响应能力，促进信息交

换，进而激发公众进行进一步的转发与讨论。 

（ 二 ） 相关建议

社会临场感理论为政务新媒体的内容运营提供

了策略支持，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在内容生产整体定位层面，政务新媒体可以通

过情感策略、互动策略和凝聚力策略，在社交媒体传

播中选择以关系导向和他人为中心的信息发布策

略，从而展现自身真诚、可信的形象。在互动中通过

创设社会临场感，真诚倾听并回应公众的意见，与公

众建立心理亲密感，进而促进更深层次的联系和对

话沟通，以提升传播效果。

在具体策略选择层面，社会临场感不同维度的

影响效果为政务媒体平台的运营者对不同设计要素

的优先顺序提供了依据，根据不同平台的技术逻辑

与活跃用户需求，来运营不同内容策略的政务信

息。一是凝聚力策略的使用对政务新媒体在不同平

台上的传播效果有积极影响。建议政务新媒体在发

布信息时多采用包容性代词，如“我们”等，以营造

团结感与共在意识。同时，使用符号“@”和“#”设
置话题，引导指向性互动和场域型互动，增加政务新

媒体“破圈”的可能。二是情感策略的使用在不同平

台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建议政务新媒体在微

信、抖音等中加强情感表达，以人格化形象，建立亲

密感和即时感，增加内容吸引力。在微博和微信中，

运用富有情感色彩的话语，而在抖音中应侧重利用

冲击力的视频画面，简短而有力的标语，以适应用户

更注重短时间内的情感爆发，从而提升传播效果。

三是互动策略的使用也需因平台而异。建议政务新

媒体在发布信息时充分运用“问号”等显性策略，匹

配公众参与互动的心理机制，从而提高公众参与

度。同时，引用他人的话语、明确表达赞赏和同意也

是有效的互动手段，可营造积极的社交氛围。然而，

需注意互动策略在微信中虽然受限，但仍应积极开

放评论区，通过不同声音来营造真实互动的临场效

应，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回应质疑，补充正文未尽内

容，以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在内容主题设置层面，政务新媒体应明确不同

平台在新媒体矩阵中的定位，注重内容主题的差异

化建设。在媒介平台逐渐增多，公众不断被分化的

媒介环境中，要形成政务新媒体平台的矩阵互补。

在运营时应突出不同平台的优势，有针对性地进行

内容生产，扩大信息影响力，力求传播效果最大化，

达到速度、深度与质量相结合。根据不同平台特点

发挥各自优势，通过精细化分工，组建政务新媒体传

播矩阵，推动集群化发展[42]。 

（ 三 ） 不足与展望

研究仍然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研究是基于 S省

交警微博、微信和抖音账号的个案研究，研究对象仅

是众多政务新媒体矩阵中的代表之一，研究结果是

否适用于其他非公安类政务新媒体矩阵尚需更多的

证据；第二，还需增加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

究，引入平台推送等更多影响因素，建立更加完善的

指标体系和模型，使政务新媒体跨平台传播效果测

量指标体系更具丰富性，进而完善政务新媒体跨平

台传播效果差异化分析；第三，由于内容分析方法的

限制，笔者未能将视频、图像等变量纳入模型，虽有

尝试进行编码但信度相对较低，在后续研究中可以

引入机器学习等方式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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